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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人民主体
——以北京市历史档案为基础进行分析

李智星

[ 内容摘要 ] 朝鲜战争爆发及随后抗美援朝大众运动的开展，创造了一个总体性动员中

国人民精神与实践能量的政治社会时刻。伴随复杂而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人民作为主

体得以自下而上展开自身。以首都抗美援朝群众动员为例，立足群众具体的主体条件和

基础，结合其切身的生活空间与行为脉络进行动员，构成发动群众主体能动性的前提及

基本方法。大众中不同群体（工人、农民、妇女等）的主体自觉与解放感也伴随整体的

人民动员获得再生产，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共时性体验又帮助在不同群体或个体间

建立新的互动关系。宣传教育运动在重建人民世界观的基础上促使人民反压迫的主体性

觉醒。世界、国家、社会大众与个体在运动的上述多重联动中形成了辩证关联。

[ 关键词 ] 抗美援朝；社会动员机制；人民主体性；群众运动；总体性时刻

作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新中国延续解放前中共革命历史实践的探索成果，在政治与社会、

国家与民众之间继续摸索创造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形式，在新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机制里，国家的

政治实践并未单纯局限于上层的体制空间及由此展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或官方意识形态指导

等，而是能同时与自下而上动员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认同及社会性参与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国

家—人民的复合互构。这与中共革命时期以来一贯强调和坚持的如“群众路线”、群众运动等政

治原则及方法相吻合。这一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0 年代初所开展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政治社会运动中仍不例外。

新中国政权甫一建立，就被迫迎来一场与世界霸权强国美国及联合国军的军事较量，这场战

争不仅事关新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安全与民族国家利益，更关乎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影响

及地位乃至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信心。尽管抗美援朝战争伴随着“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

国主义内涵，但它也在两个向度上超越了一般的民族国家逻辑：一方面，抗美援朝具备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以及支援和鼓舞亚非拉独立解放的道义诉求，而包含了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结

合；(1) 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也决不仅是在东北国界以外的他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军事战斗，它

在中国国内也同步掀起与战争相呼应、相配合的多种政治社会活动，尤其是与国内全民自下而上

广泛积极参与的支援运动紧密联系，从而为抗美援朝战争开辟了一条相应的中国国内战线，包括

(1) 从萦绕于朝鲜战争的种种现实主义历史叙述中，拯救出被掩盖的作为国际主义反帝战争的世界革命政治内涵者，如殷之光：
《20 世纪与反抗的政治——超越“美苏争霸”的冷战史观》，《文化纵横》，201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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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深入至社会大众的生活空间与脉络中进行群众运动动员的“下半身”战线，(1) 实现了民族国

家与人民主体的辩证结合。(2) 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政体认同，致力于追求中国、东方乃至全

世界人民当家做主、团结解放，抗美援朝战斗作为保卫初生的新中国和推进全球人民普遍解放的

历史努力的一部分，本不应外在于身为新人的中国广大民众自身；然而，要实际地，而非概念地

构建这一与人民群众的内在政治关联，则须依赖一系列具体的群众动员、召唤实践，让人民群众

作为自为的政治主体现实地现身出场和参与革命。以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概况为例，在中共北

京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开展的大量社会动员工作中，便包括“采取多种形式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

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群众的爱国热情”，“号召青年参军参干，号召人民捐献钱

物，并号召人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前方将

士解除后顾之忧”以及“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英雄事迹教育人民，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等，北京市民在此一系列社会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精神”。(3)

本文即以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选编的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时期有关社会动员的历史档案为基

础进行分析，在对档案和文献资料加以掌握、考察、分类和归纳总结的前提下，结合中共革命

新政治原则的启发，以把握 1950—1951 年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首都群众社会运动潮流的开展

机制、构成与特征，所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里人民大众自在的主体性如何生成、展开为自为的

主体性，及其内在的动态结构、实践脉络和所涉及的不同层次的政治社会联系与内涵。抗美援

朝背景下的国内群众性社会运动是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首次进行的具有国际主义面向的大规

模社会运动，它既往前继承了解放前革命时期群众动员的历史机制与路径，往后也为新中国

1950—1970 年代支援第三世界革命斗争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之组织和开展奠定了基础经验与方

式。从这一连贯的历史线索考虑，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归纳抗美援朝运动时期首都群众

动员的重要实践特点，即：重视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出发；结合民众切身的日常实际行动脉络，

激活其主体能动性；与多种不同的主体性身份认同的再生产相联系；为推动国内人与人新

型社会关系的创造提供历史契机；在思想上转变对美国的认知，培养形成新的爱国观与世

界观。

一、立足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原则
强调民众自身的内在主体性关联，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进路紧相联系，它

决定了诸种群众动员的实践形式始终注意向下结合群众本身的自我属性，调动其主体的认同与

投入，以启发和召唤人民的自觉意识与潜能；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路线，

(1) 新中国通过将政权向下密切关联于群众，组织和动员基层群众自下而上参与政治，而打造形成上层官员和下层大众紧密互动的
新型现代国家体制，吕德文将此称为革命中国的“下半身”转身。参见吕德文：《群众路线如何建构现代国家？》，贺照田、高
士明编，《新人土地国家》，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08—209 页。

(2)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在国际主义反帝以及人民主体参与的双重维度上超越一般的民族国家范畴和体制，可参见何吉贤：《抗美援
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的形成》，贺照田、高士明编，《作为人间事件的 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6—142 页。

(3) 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选编：《北京市与抗美援朝——北京市档案馆解密档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
战国际史研究》（II），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393 页。下引该系列档案资料，仅注明所引档案文件标题及页码。

文

化

C
ulture



96

深入到人民自家内部的具体生活语境中进行宣传、动员。在此基础上，北京市的抗美援朝大众动

员工作总结了多种经验和技巧方法。

例如，北京市总工会对在工人群体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总结出“诉苦”这一曾大量运用于

中共解放前革命动员的经典方式的优势，认为“诉苦是展开群众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经

验证明：诉苦是工人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之一”。(1)诉苦之作为群众“自我教育”的途径，

本身就突出了群众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角色的重要性。通过动用诉苦方法，“以群众亲历、亲闻、

亲见的活生生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能“使职工对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与自己

的真情实感相结合，树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2) 从而在诉苦大会上，工人群众的阶级感情与觉

悟极易被感召和调动起来，这得益于诉苦是一种有助于激发人们感同身受的同情与共鸣的方式，

能把工人“自己的”感情召唤出来。尽管如此，诉苦办法的成功应用仍需注意在群众中“事先很

好进行酝酿，充分准备”，这一“预热”过程实际也是与群众自身的主观心理和思想活动逐步相

适应、相结合的过程，以求诉苦的感动效果易于在人们那里得到内在落实。(3) 同理，我们还能看

到在动员职工群体订立抗美援朝爱国公约的行动中，“必须通过群众，经过群众充分思想酝酿，

变为群众的要求”成为必要的步骤。(4) 厂矿企业单位制定爱国增产计划时，也须注重深入的动员、

酝酿，并“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这样计划订出后，才能得到职工自觉执行的保证”。(5)

也就是说，这种通过结合和发动群众自身的主体主动性的方法，有利于激发群众对所订计划的自

主认可与积极态度，继而真正将所订公约、计划视为己出。正是基于这些原理，干部引导下的工

人们在集体制订爱国生产公约的过程里，其“把行政的产品计划变为群众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奋斗

目标”才是可能的。(6) 如此，支援国家对外的军事战斗和满足国内生产的行政任务才不致成为自

上而下或外在的命令式，而是能与群众的主体地位或主人翁感觉相统一的，能同时使群众自觉为

自己的事业。

群众路线的政治准则与工作方针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动员机制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面

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能切入群众自身的生活空间与行为结构，向下与群众自家具体的实

践状况和条件相连接。例如在深入日常街道居民的居住环境中进行宣传时，须懂得具体联

系街巷、街道这一特殊的空间情境，“宣传应联系他们生活中的体验和他们住在的街巷中发

生过的事情”，结合街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这样助益于“引起他们的注意”，调动他们

的兴趣与热情。宣传工作队“要会聊家长里短”，联系居民的“家庭和个人”，即从他们身边琐

碎的日常俗事入手而“启发他们”，以此与居民们打成一片，并进一步对其进行有效的宣传鼓

(1)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宣传教育工作总结》（1951 年 3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
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15 页。

(2) 同上。

(3) 同上。

(4)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职工抗美援朝运动总结》（1951 年 5 月 15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38 页。

(5)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北京各厂矿企业制订下半年爱国增产捐献计划工作的报告》（1951 年 7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58 页。

(6) 北京市总工会：《石景山钢铁厂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的初步总结》（1951 年 7 月 14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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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1) 这一联系群众的方法“由家中琐事谈到国家大事，很自然地教育了群众”。(2) 在组织大学

生下乡对农民进行宣教时，也要时刻适应其农村乡土的社会空间条件，在宣传队创作和表演宣传

节目中，“就地取材，编成短剧，或用农民熟悉的小调套上新词”，则更能得到村民的亲切欢迎；

宣传人员通过在宣传工作之余，“主动帮助农民扫地挖河”，医学院师生则通过在各村开展“治

疗麻疹，为老乡种痘”，而与农民们融为一片，让宣传鼓动工作更能深得农民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与接纳。(3) 出于顺应村民的主体认知条件，“简单通俗使农民易于接受”“深入浅出”、接通在

地空间而“采用当地的真人、真事作为宣传材料”等方式，能使“群众体会最亲切，最深刻”。(4)

双槐树一名从事下乡宣传的团员说道：“我给人家剃头，怎样宣传抗美援朝呢？想了半天，想出

来了，谁来剃头就给谁宣传”，从而做到了在渗入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空间里“随时随地抓紧每

一个机会向群众进行宣传”。(5) 这一切做法实际与中共在解放前，譬如在抗日反帝战争时期必须

深刻“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6) 的政治动员路线如出一辙。

正是基于密切贴切广大民众具体的生活条件和主体条件这一原则，首都基层单位在总结群众

动员工作的经验、策略运用及其优缺点时，经常提及需遵守群众自愿为前提，照顾民众大多数的

情况等，对过分冒进以至脱离群众实际状况的工作方式时常注意检讨。这一类总结意见在这批历

史档案材料里决不乏见。

二、激活群众自身的实际行动资源与脉络
在立足于人民大众主体生活及主体认同的基础上，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运动进一步寻求与民

众切身的实际行动脉络建立更紧密的连接点与激活点，通过与人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劳动等实

际行动内容相融合、相激荡，号召其以切己的能动性实践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或将爱国主义和国

际主义激情诉诸自身岗位上的实际行动而表达出来。正如于光远刊于《中国青年》的一篇文章所

说：“一个真正热爱我们祖国的青年，他就可以并且应该就他的工作岗位或学习岗位，把这种爱

祖国的热情转化成实际的行动。”(7) 这一方面使得抗美援朝的社会动员和思想教育获得了植根于

大众种种切身行为方式的落脚点，获得了更为具体而现实的召唤群众能动性激情的路径；另一方

面也让人民大众在支持抗美援朝的实践里找到更明确的和更对接于自身行动状况的方向；而且，

在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学习、劳动等连接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指

(1) 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研究市民思想进行抗美援朝宣传的经验通报》（1951 年 4 月 7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
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19 页。

(2)《中共北京市第五区委员会宣传部关于抽查街道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1951 年 5 月 19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
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40 页。

(3)《各大学春假下乡宣传的工作报告》（1951 年 4 月 17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
第 422 页。

(4) 同上，第 425 页。

(5)《郊区团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工作汇报》（1951 年 4 月 17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28 页。

(6)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81 页。

(7) 于光远：《谈谈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8 期），1950 年 9 月 23 日，转引自何吉贤：《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
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的形成》，贺照田、高士明编，《作为人间事件的 1949》，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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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普遍性事业后，人们也为自身平凡的日常生产、劳动等事务赋予了更高远的意义感乃至崇高

感，从而不但能更强烈地唤起人们的行动热情，同时还启发普通大众获得一种围绕理想主义和人

生意义的精神满足。

在支援抗美援朝社会运动之初，鼓励人们从各自的实际劳动生产、学习等行动出发与抗美

援朝联系起来，就已成为常见的动员手段。如鼓舞工人“用努力生产节约坚持抗美援朝运动”，

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技术，准备随时为祖国服务”，机关职工“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工作”，

工商界“积极贯彻政府政策，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在经济战线上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等。(1)

又如通过开展爱国劳动生产竞赛，把工人群众支持抗美援朝的积极热情“巩固在实际行动中”。

与之相同步，对工人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教育也与这一系列生产运动的踊跃开展相互结合

而更有收效。(2) 而订立爱国生产公约的形式，则既“直接推动了生产”，也“使抗美援朝运动有

了实际的内容”。凭借实际生产劳动支援抗美援朝在获得人民大众的主体性认同与觉悟后，也振

作起大众自发的热情投入。钢铁厂工人在检修高温炉时，“一想到前线同志流血，自己只流点汗，

劲就大了”；并就检修工作提出“多发现一个隐形事故，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3) 借

助订立爱国生产公约及捐献运动，工人们反映将国家大事“联系到生产，干起活来自然劲头就大”，

部分职工在对抗美援朝运动意义的觉悟提高后，甚至在领得薪水时首先想到了用于捐款。(4) 郊区

农妇也在“多流一点汗，志愿军少流一点血”的口号下，加紧农业增产劳作，积极发展副业，把

养鸡、纺织等副业劳动与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联结起来，声言“要把这肉鸡变成飞机”“从针眼里

造出飞机来”。(5)

对处身于上述以实际生产劳动支持抗美援朝氛围下的广大工人而言，生产俨然被赋予了与国

外军事战争相呼应、相配合的作为国内经济生产战线的意义，从而分别构成了抗美援朝战斗的“外”

与“内”及其彼此互动。这反过来也将抗美援朝战争的紧张时势转换为刺激工人群众劳动志向、

推动国内工厂经济生产建设的契机，进而“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及职工的个人行动经常组织到

一个全厂的推进生产的总奋斗目标上”。(6) 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的事业是相互支撑的。而国家事

业与“职工的个人行动”也能相互支持、相互满足，即工人的生产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并被引

向支援国家抗美援朝战斗的意义上，而国家事业的进行也关联于人民的主体充实感或当家做主感

的召唤，故如萧德在《中国青年》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我自己既是人民，这民主专政里就有

我一份，自己就是祖国的主人翁，要抱着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去关心自己的祖国，去尽力把祖

(1)《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向毛主席、中央并华北局的第二次报告》（1950 年 11 月 12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
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03—404 页。

(2) 参见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宣传教育工作总结》（1951 年 3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
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15—416 页。

(3)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职工抗美援朝运动总结》（1951 年 5 月 15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37—438 页。

(4) 参见北京市总工会：《北京职工已提前完成半年爱国捐献计划，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正热烈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 年
11 月 24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61 页。

(5)《郊区妇女响应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的汇报》（1951 年 7 月 10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49 页。

(6)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北京各厂矿企业制订下半年爱国增产捐献计划工作的报告》（1951 年 7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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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事业搞得更好。当这样想的时候，自己全身就充满了力量，一做工作就会想到：我这个工作

是为了我的祖国做的，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有失国家主人翁的职责。”(1) 与此同时，这一为国家、

为民族乃至为他国和世界人民和平解放而劳动的意义视野，也充实、升华了劳动者内在的身心尊

严和价值感，鼓舞和扩展了职工个人和集体投身生产劳动的精神能量。不同于市场经济学的经典

理论认为人唯在为自身的个体利益从事劳动的情况下，其劳动积极性才是最高的；恰恰相反，中

共基于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经济共产主义生活的历史实践经验，总结出劳动者个人和集体乃在一

种翻身做主的解放感、使命感意识下以及在一种朝向中国、东方乃至全人类反帝、和平、解放这

类超越性的理想精神视野下，恰被调动起更为饱满的劳动觉悟、激情、自豪感及满足感。这种新

劳动观的树立，与中共对革命新人的形塑密不可分。这也是“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同时要求发动

整风、打破官僚主义（以解放劳动大众的主人翁精神），以及批评工人若只为购买“三大件”“五

大件”而生产，其劳动格局和积极性实则相当局限的原因。

三、多重性人民主体的参与
从以上材料及论述中不难发现，工人、农民、妇女等不同群体的主体性在推进抗美援朝群众

参与的过程中分别得到了关注或强调，这与中共过去的革命进程将民族解放跟社会解放（包括工

人和农民的阶级解放、妇女解放等）相结合、将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跟反抗资本家对工人的

压迫、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封建秩序对妇女的压迫等多样的民主反霸斗争同步进行的革命实践传

统一脉相承。新中国意味着同时实现工人、农民、妇女等不同大众的翻身解放，在此前提下，建

国初期抗美援朝群众性社会运动的开展中，工人、农民、妇女的主体性地位和参与也分别得到了

强调或突显。比如注重深入工厂鼓动工人阶级自主的爱国生产运动、下乡为农民阶级进行宣传教

育和激发当家做主的劳动热情等，以及组织妇女从事各种社会运动形式。因而，伴随抗美援朝群

众运动的浪潮，工人、农民、妇女各自的主体性尊严和力量得到了相应的充分重视与表达，其主

体性的自觉意识也根据各自的特点同时被加以再生产、再肯定。以下以首都抗美援朝社会运动中

的妇女运动为例进行分析。

在普及抗美援朝宣传、推动社会运动的活动里，首都妇联在基层社区积极组织和动员广大妇

女参加抗美援朝运动，通过举办学习会、联谊会，组建社教小组，结合妇女的切身利益与需求订

立个人或集体的爱国公约，及深入各界妇女群中完成具体宣传，举行妇女控诉会发动妇女诉苦，

组织游行等途径，而同时提高了妇女对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及对自身主体意识的自觉。(2) 在郊区农妇

群体内，抗美援朝运动的掀起亦同步助长了妇女独立解放运动的进展：首先，广大农妇被动员起

高度的劳动生产自觉和热情，“妇女自己耕种（土地）”，并为提高劳动情绪加紧生产而互相竞争、

互相帮助，她们将自身的农业劳动与抗美援朝运动相互结合，认为这既“提高产量改善生活”，

又有助于“买飞机巩固国防”，甚至喊出“捕打害虫也是消灭美帝”的口号而积极参与除虫。其次，

在这场为响应抗美援朝战斗而兴起的动员妇女生产力、实现增产的运动里，妇女的能动性力量得

(1) 萧德：《和学生们谈爱国主义的实践》，《中国青年》第 70 期，转引自何吉贤：《抗美援朝背景下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
中国“国际观”的形成》，贺照田、高士明编，《作为人间事件的 1949》，第 135 页。

(2) 参见《北京市妇联普及抗美援朝宣传情况》（1951 年 4 月 21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29—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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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承认和展现，不但转变了部分群众的“妇女不能干这活”的旧思想，更让妇女从中重新认识

了自己的能力，现实地实现了自身地位的提升。譬如通过积极参加劳动，妇女发现或证明自己也

能从事生产，这让她们在其中收获了光荣感和尊严，也同时觉得“经济独立，不再受家庭限制是

件最痛快的事情”；抗美援朝运动的全面动员还让妇女过上了基层政治生活，“加强了妇女们的

自信心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性”。经济生产上和政治上的主体感得到加强，这共同帮助妇

女“以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在社会上的地位，纠正了一部分群众轻视妇女的旧观点。又由于妇女们

的努力生产给家里增加了收入，因此（在）家庭的地位也提高了一步并且促使了家庭的和睦”，

使妇女体认到“积极参加政治生活而且最主要的是争取经济上的平等独立才能减轻家庭束缚，在

社会中与家庭中起更大的作用”。这种尊严感、独立平等感和解放感大大激发了妇女参加抗美援

朝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激情，为自身的解放而劳动与为国家、国际性的革命事业而劳动得以

相统一，她们热衷于参与政治会议和做好优属工作，以妇女自身的名义提议将增产收入用于捐助

“北京妇女号飞机”以支援国防，一部分妇女还把自己的家庭或个人公约贴到墙上引人注目等。(1)

可见，抗美援朝战争这一历史时势同时成了用以传播妇女解放理念、发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机

会，成为推动、配合妇女主体性再造的契机。这也是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大众动员注重与大众

自己的主体获得感、幸福感相兼顾的一个绝佳例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正是通过类似的历史机制

与方式，妇女自身的主体解放往往能跟中国乃至第三世界的反帝反侵略抗争在一种相互激荡的互

动关系中彼此连接起来，以至妇女的主体形象，如在当时流行的宣传画、电影等大众媒体中的显

现亦随之往男性化、军事化或战士化的方向上塑造了。(2)

四、对人民内部互动关系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正如上文所提及，抗美援朝运动时期国内外事业往往是相互支撑的，如国内的劳动生产建设、

“三反”“五反”等与对外支援抗美援朝战局相互支持，或在国内发展爱国卫生保健运动与消灭

美国细菌战相互响应等。而其中，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普及也为国内推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广泛

改变创造了一种独特氛围。虽然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主体内部存在着多重性与差异性构成，但由

于多种不同的主体性群体（工人、农民、妇女等）共同处身于抗美援朝历史经验的同一政治时刻

和政治目标的感召下，因而又得以在围绕保家卫国、援助朝鲜人民以及一致反对美帝这一爱国主

义和国际主义的共时感与共同体感之下相互团结、联合起来，以至形成差异性与同一性辩证结合

的人民主体性结构。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历史政治社会氛围或体验，以此为凝聚人

民提供了基本背景。事实上，打造一个人民团结联合的共和国秩序本就代表着新中国对创造新型

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形式的追求，后者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下的阶级同志或兄弟

友爱关系等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往往被要求落实到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相互关系层面上。而这些对

人民群众内在连带性关系的创建，也同样伴随抗美援朝大众运动激起的历史契机及透过相关的群

众动员工作而得到了激发与推进。

(1)《郊区妇女响应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的汇报》（1951 年 7 月 10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
研究》（II），第 449—451 页。

(2) 参见 Zheng Yangwen,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Cold War”,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Brill, 2010, pp. 11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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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首都历史档案资料的记录，“不少学校的同学在爱国主义的情绪下加强了团结”，例如

“南方同学和北方同学之间，过去存在隔阂，这一次北方同学看到华侨也受迫害，南方同学看到

北方同学的爱国情绪这样高，彼此间都有了好感”，“贝满女中在开完控诉会后抱头大哭，‘我

们要团结起来对付帝国主义’”。(1) 在这样一种由共同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运动所唤起的

集体普遍情感和互动气氛之中，基层的“党团员与群众的关系改善了”，党团员在运动中积极发

挥带头作用，打通了与群众的距离感，改变了群众对党团员的认识，比如，“辅仁大学物理系群

众一向与团对立，这次自动要求团员带头，‘像一家人一样’”，成达中学团支部也改变了昔日

的孤立感，群众开始愿意“事事找团支部商量”，而在此过程中，党团支部也相应“改变了对群

众的看法，相信了群众的力量”。(2) 在工厂的思想教育与劳动生产运动中，“所有工人都团结到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运动中”。(3) 而在大学生下乡宣传工作里，不但学生在深入走进农

民生活的群众路线下变化了自身与农民的关系，“与群众关系很融洽”，使农民们感觉“大学生

都没有洋味了”，而且农民们也从学生那里学习了有关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知识以及自身与民族国

家和世界历史的联系，提高了眼界与觉悟，反过来，大学生们也在深入接近农民的体验中更了解

了中国农民们的乡土生活与尊严，并“感到了劳动人民的真挚热情”，加强了对农民的同情以及

知识应服务于农民的认知。(4) 少年儿童队的孩子们同样在下乡宣传、学习中与农村小朋友结下情

谊，也到朝鲜小学访问、与朝鲜小朋友一同听取朝鲜历史时一块“感动得落了泪”，“有的和朝

鲜小朋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5) 得益于一系列深入群众内部生活的宣传、订立公约等活动，“有

些大院里过去很不团结，现在也团结了”；(6) 时常吵架的农村夫妻也在妻子地位提高以后一同订

立家庭公约的商议中平息了矛盾，在同心协力加紧生产的一致目标下把“保持家庭和气不再吵架”

写进了公约里。(7) 工厂里为了爱国增产和提高技术效率，新老工友间互相扶持，老工友将“教好

徒弟就是自己爱国的具体表现，徒弟能更好地参加生产，对新中国的建设就增加了一分力量”作

为自己的追求，从而使新工友感到获得了旧社会所没有的尊重，并“保证团结老工友”，以此双

向地改变了新老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8) 行业工人“结合整顿工会基层组织”进行抗美援朝运动，

(1) 青年团北京市委宣传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学生的思想情况（节录）》（1950 年 12 月 2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
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07 页。

(2)《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向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1951 年 1 月 31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
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12—413 页。

(3)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宣传教育工作总结》（1951 年 3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
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16 页。

(4)参见《各大学春假下乡宣传的工作报告》（1951 年 4 月 17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
第 422—424 页。

(5) 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少年儿童队继续进行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情况》（1951 年 4 月 25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
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32—433 页。

(6)《北京市妇联普及抗美援朝宣传情况》（1951 年 4 月 21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
第 430 页。

(7)《郊区妇女响应抗美援朝总会三大号召的汇报》（1951 年 7 月 10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50 页。

(8) 北京市总工会：《石景山钢铁厂订立与执行爱国公约的初步总结》（1951 年 7 月 14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53—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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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了团结干部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效果，健全了工会组织。(1)

抗美援朝社会运动是一场整体地触及人民大众及其社会生活的运动，其普遍组织与总动员可

以说广泛搅动了全体人民的生活秩序，影响着人们的交往和相处，在此基础上重组了社会中不同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此意义上，群众性社会运动本身即带有重新活跃人们的社会关系、

增加人际互动交流的效应。而抗美援朝政治时刻的涌现，则让其时的群众运动被注入围绕民族主

义、保家卫国、世界和平、反帝反霸等宏大命题和事业展开的开阔的精神意识和实践视域，并通

过社会动员工作在大众之中营造共时性与共同体性的日常生活感觉及互动体验，也通过凝聚于一

个更普遍高远的政治社会关怀和生活目标，而使人们得以超逾彼此间相对次要的日常隔阂或分歧，

改造了人际关系。而一旦人们超越了相互的疏离感而在密切、频繁的日常互动中变得更加团结、

合作，则人们参与到运动中去的积极性与热情又会得到更大的感召。

五、翻转“文明等级”：人民对美国的重新认知
对压迫者的认知以及对反抗压迫的自觉，是被压迫人民走向主体性觉醒的条件。尽管中共经

过反帝国主义、反买办阶级的革命解放战争最终掌握了全国政权，但在中国民众中间，尤其是在

城市市民中间仍然大量存在对帝国主义压迫认知不足的思想意识问题，对西方和美国帝国主义霸

权存在着幻想。长期以来，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是美帝国主义霸权统治的一部分，其背后的观念

基础和历史根源乃植根于伴随西方 15—16 世纪开始的全球帝国权力史而形成，并于 19 世纪达至

经典化的文明等级论（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根据文明等级叙述，西方（及后来的美国）

乃处于人类文明等级序列的顶端，它代表着民主、自由、平等、技术等先进的现代文明与价值，

这一文明优越性位置实质为西方列强建立以自身为中心、广大亚非拉地区为从属，继而自上而下

展开世界霸权和全球治理提供正当性支撑。(2) 文化侵略的权力操作逻辑基于塑造被压迫者们对文

明等级观的认可和服从，从而认可了帝国主义霸权的正当性，美化霸权侵略与压迫。如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上海，过去由于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美国电影“经常炫耀美国的科学发达和自由民

主”“爱表现美国的摩天大厦和繁华富足”，以至于“人们普遍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

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园’，美国民族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会

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蓝、头发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国而自惭形秽”，或对官方报纸宣传上的

美帝侵略史“置若罔闻”。在其他中小城市，如广东某县一级中小学的教师们也具有“崇拜美国

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认为美国什么都比中国好”，“认为美国科学发达，教育文明，物质

丰裕，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思想。(3) 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时势突至，关于美国的认知

问题立刻成为其时推行抗美援朝社会动员和宣传教育不可回避的迫切问题。针对民众中存在崇美、

(1)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职工抗美援朝运动总结》（1951 年 5 月 15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
（II），第 438 页。

(2)关于文明等级论和国际法、西方全球霸权统治的关联，可参见〔英〕佩里 •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
它是法吗？》，佩里 • 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 • 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1—82 页；刘禾：《国际法的思想谱系：从文野之分到全球规治》，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
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版，第 43—100 页。

(3) 杨奎松：《冷战背景下新中国政府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崔丕、〔日〕青山瑠妙编，《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26—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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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美乃至亲美的思想现象，新中国通过开展“三视”（对美仇视、鄙视、蔑视）运动、组织诉苦

会和民众下乡下厂、学习民族和世界历史等途径，展开了一场与西方和美国“争夺人心的战役”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这场战役实质是为促使广大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与压迫下觉醒过来，重新认识谁为文

明和谁为野蛮、谁为进步和谁为落后、谁真正追求民主平等和谁致力维持侵略压迫。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辛辣揭露了美国文明面目的真相：“美国

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

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

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1) 朝鲜战争结束后一年多，毛泽东于

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区分过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形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剥

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其霸权主义

行径仿佛仍停留在前现代的封建等级思维，即像“中世纪家庭的父亲”“封建家庭里的家长”一

般，“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然

而广大的身为受压迫者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与人民则坚决反对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

系，并主张“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

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2) 新中国无论对内解放工人、农民、妇女等受压迫的普

罗大众，还是对外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从事反帝解放斗争（如抗美援朝斗争），

都体现出真正站立在追求民主、平等、和平的进步的世界历史方向上。因此，关于先进与落后、

“文明”与“野蛮”的帝国主义式等级划分俨然被颠倒和重构了：美国是“中世纪”“封建”

和前现代的，从而是落后的；而新中国则是真正体现并推进现代性启蒙的观念，从而才是先进的。

“争夺人心的战斗”也就是致力于翻转民众心中旧的文明等级观，而代之以对进步与落后的重

新定位，并伴随这一过程，努力使民众从帝国主义的精神压迫中解放出来，产生自身的人民主体

性觉悟。

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解密档案文件，首都抗美援朝运动档案史料具体记载的主要是在学生群

体中进行的宣传教育运动状况，其中，“亲美思想如美国人办医院、学校，在中国落后同学

中也有些影响。普遍的反映是对美帝‘恨不起来’”，但是，“在开了控诉会，听了华侨身

受日帝、美帝迫害的同学的控诉，和留美学生对美国真实情况所作的报告后，大受感动”，在

认清了美帝的真面孔后，“大多都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街头宣传”；控诉会上“一个同学站起来

检讨自己过去受美国毒太深，崇（拜）美国物质文明，唯武器论，从来也不知道美国是帝国主

义，那样残暴无耻……回到宿舍把收听‘美国之音’的收音机摔了，另一个同学当时把身上的

美国流行的衣服裤子都脱了下来，发誓不穿了”。有些同学“过去鄙视自己的国家”，但听了

控诉会后，“把共产党拥护人民组成志愿军的态度和国民党阻碍抗战的态度一比，觉得……共产

(1)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95 页。

(2) 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151 页。同时对照毛泽东关于“文明”和“野蛮”的重新划分，参见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
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1959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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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可亲”。(1) 清华大学的学生“过去有的曾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东西都好’。有的曾认为‘美

国最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举票’。……有的甚至‘恨错投了娘胎’，‘要拜一个美国人做干

爸爸，送我到美国去留学’”，然而通过组织学生到工厂、乡村进行学习、考察，学生们从工农

那里重新得到教育与启示，“听了工人阶级的控诉后才知道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有着不共戴天的

血海深仇”，及在农民处体认到“翻了身的奴隶在面临着威胁时所发挥出来的无比坚强的力量”，

从而深刻理解了共产党之于工人、农民翻身解放的意义所在，真正体会了共产党先进的历史政

治要求，继而结合自身状况，联想到是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给我们安排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创造了光明幸福的未来，还关心我们的身体”，进而在思想上转换过来，也开始积极响应抗美

援朝运动。(2)

结语
首都抗美援朝运动档案史料所记录内容包含群众动员工作中大量琐碎的实践细节，这实际展

示了群众社会工作的性质，即须深入各民众具体的生活空间、脉络、活动方式、日常经验等的内

在细部，结合民众切身的身心状况和主体条件，去调动他们丰富的主体性可能，创造出人民主体

多层次伸展的结构。在这一复杂的结构机制里，国际主义的反帝运动、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与

国内事业、社会关系秩序的重组、不同民众群体的主体再造与互动，以及个人生活意义感的

充盈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等，都在一系列复杂的辩证互动的创造性关系里得以互相促进、同步进行。

这一系列动态创造的发生是伴随抗美援朝此重大历史事件涌现的总体性经验时刻之影响与带动

下得以实现的。重大的历史政治时刻往往同时推动着产生诸种历史实践上的动能，作为对这些

历史性动能的回应、利用和转化，大规模的政治社会总动员得以开展，并以此为创造新的秩序和

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生长点。

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场具备国际主义指向的全国性群众动员，抗美援朝运动也为后来支援

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全国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经验模式。如在 1958 年支持中东阿拉伯兄弟人民反

抗帝国主义入侵时期，北京及各大城市千百万群众纷纷举行大示威和游行活动。(3) 其中，聚集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数十万人集合了各界民众及其代表，包括工人、农民、家庭与职工妇女、

学生、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等，也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伊斯兰教的阿訇及穆斯林，来自基层

工人、农民、妇女和学生的代表们则分别在场发表了声援阿拉伯人民反侵略的讲话：他们纷纷

表示结合各自的生产、生活，以实际行动对阿拉伯人民予以支持，如工人通过增加劳动产量、

农民通过加快完成工程等等，以壮大第三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自信心。(4) 各界人民的这种大集会也

(1) 青年团北京市委宣传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学生的思想情况（节录）》（1950 年 12 月 26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
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06—407 页。

(2)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学生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向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1951 年 1 月 31 日），华东师范大学国际
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II），第 411—412 页。

(3) 参见《六亿人民同中东人民站在一起》，《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18 日，第 1 版。

(4) 参见《干涉者注定要失败  文教界代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讲话》《斩断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
济深的讲话》《中国穆斯林支持阿拉伯弟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的讲话》《中国妇女和你们站在一起  妇女代表、优
秀投递员罗淑珍的讲话》《决不允许和平遭到破坏  学生代表、北京大学学生穆舜英的讲话》《美国侵略者赶快滚开  工人代表、
石景山钢铁厂工人王才的讲话》《我们恨透美帝的强盗行为  农民代表、黄土岗农业社主任殷维臣的讲话》《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持
你们  工商界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的讲话》《听，六亿人民的声音！》，《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18 日，
第 2 版、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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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其他城市爆发，(1) 并蔓延到各地各少数民族的妇女、农民、工人等和港澳各阶层同胞，(2) 他

们在国际主义的普遍性时刻下共同联合起来。人们也踊跃深入群众基层，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进

行宣传动员。此时正值国内开展“大跃进”，工人、农民等将国内大生产任务跟援助中东革命加

以结合，劳动建设的热情与国际主义的道义感相互激发。1958 年的上述群众性运动景观与 1950

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运动实际颇多共通之处。

作者系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 参见《美英侵略军滚出中东去！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等城市人民的一致呼声》，《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18 日，第 3 版。

(2) 参见《不许美英海盗蹂躏中东姐妹》《云南边疆各族人民同声抗议  警告帝国主义赶快滚出中东》《大兴安岭燃起反侵略烈火  鄂
伦春人要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港澳一片抗议声  各阶层人士强烈谴责美英侵略中东》，《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2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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